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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社会抗争过程在本质上表现为权力的生产与运用过程。社会抗争者所塑造的权力并非通常
意义上的支配性权力，而是反支配的权力。社会抗争之所以可能，其根本原因在于抗争者受到支配性权力的
压迫，其动力来源于抗争者所生产的反支配的权力，其过程则体现为反支配权力的生产和运用过程。在反支
配权力的运用过程中，社会抗争者会在既定的社会结构、场域和情境中不断地触探权力关系网络，运用各种反
支配的策略以实现自身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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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随着原有的社会结构、经济关
系和利益格局的调整，当代中国社会矛盾呈现上升趋势，

移民上访、土地维权、环境抗争、业主维权和工人抗争等
问题不断增多。批判性地考察现有的社会抗争问题研
究，可以发现，既有的分析基本上未曾以权力为核心来解

释社会抗争现象。导致这种情形的原因可能在于，现有
的权力分析往往将权力等同于支配，将权力主体等同于

支配者，因而不太可能从权力的角度深入阐释社会抗争

现象。事实上，现实社会中不仅存在支配性的权力，也存
在反支配的权力( power as anti － domination) 。从反支配
的权力角度分析，社会抗争是由于某些行动者受到支配

性权力的压迫导致的，其本质是抗争者通过生产或激活

反支配的权力以实现自身诉求，其动力来源于抗争者所

生产或激活的反支配的权力，其过程则体现为反支配权

力的生产与运用过程。本文依据相关研究者的田野调查
案例，在简要阐释反支配权力的意蕴基础上，重新探讨社

会抗争何以可能的根本原因与动力机制，分析反支配权

力的生产机制和运用策略，以期为社会抗争问题研究提

出一种具有概括性、解释力与综合性的阐释。

社会抗争的动力机制再审视

在学术界，现有的研究基本上认为，当代中国社会抗

争是由于某些行动者在物质或伦理方面的合法权益受损

导致的，是他们在外部力量压迫下采取的自我救济行为。
于建嵘就曾指出，集体维权抗争的原动力在于某些人受

到“集团”外部的“压迫”，使他们采取各种“压迫性反应”
的方式实施抗争:“这种基于共同压力完成的共同的身份
认同及共同的利益诉求的形成，正是集体行动得以发生

的决定性条件。”①然而，需要追问的是，那种“压迫”某些
行动者的外部力量究竟是什么呢? 某些行动者实施抗争

的根本原因与动力机制究竟何在呢?

在社会抗争事件中，抗争者所针对的对象既可能是

那些实施征地、拆迁、排污等行为的企业及其员工，也可
能是地方政府机构及其公职人员。具体而言，社会抗争
对象往往通过决策制定、议程控制或偏好塑造等方式损
害某些行动者在物质或伦理方面的合法权益，因而引起

社会抗争。
第一，在决策制定的情形中，社会抗争者和抗争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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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往会在某项或某些关键议题的决策制定及其执行过程

中存在冲突行为，并且由此导致权益受损。在这种情形
下，尽管抗争者能够参与决策制定，然而，他们却往往会

在决策过程中受到压制。其原因在于，社会抗争对象通
常在决策制定过程中居于支配地位，能够通过决策制定

实现自身利益，而社会抗争者则往往在决策制定过程中

处于被支配或从属地位，其权益会被抗争对象的决策制

定所损害。在吴毅考察的某石场纠纷案例中，抗争者就
曾对镇政府在决策制定中的支配行为表示不满:“听说一
个场子只补偿三五万，政府这样干，我们就亏大了。我们
准备上访，要么提高赔偿标准，要么让我们再生产一段时

间，把本钱弄回来。”②

第二，在议程控制的情形下，社会抗争对象通过议程

设置的方式限制决策制定参与者的范围，将其他行动者

可能提出的替代性方案或议题排斥在议程之外，使各种

不符合其需要的方案或议题根本不可能进入决策过程;

社会抗争者则被排斥在决策制定过程之外，他们根本无

法使那些符合自身诉求的方案或议题被纳入决策议程。
闫丽娟和王瑞芳在调查农村征地抗争时指出: “S 村的征
地事情始于 2008 年，即移民安置之时。作为县政府安排
的任务，镇政府与村干部合力为之，他们想以一种私相授

受的行为强行征地，而不顾及普通村民的利益。当村民
得知事情的时候，尤其知道征地价格之后，自然就会抵

触。这根源于农民最痛恨最担心的暗箱操作。”③在这
里，所谓的“暗箱操作”事实上就是通过议程控制将某些
利益相关者排斥在决策过程之外。
第三，社会抗争对象也可能试图通过塑造偏好的方

式构建某些行动者的态度、情感与价值判断，甚至使他们
形成自我贬损、自我蔑视的心理认知与行为倾向。应星
描述道:“下午，县政府一个副县长带着县政府工作组赶
到现场。这个副县长一来就训斥群众:‘把你们江边人喂
肥了，不听话了?’结果他这话激怒了众人，众人要去追打
他。副县长情急之下，居然被逼得跳到江里，后被当地的
派出所所长救上来。”④从本质上讲，上述副县长认为群
众应当“听话”的根本原因在于，他在意识或潜意识中将
群众比作被“喂肥”的家禽家畜，将他们看作处于依附地
位的被支配者。也就是说，副县长实际上是想影响群众
的意愿和判断，塑造和强化他们的依附观念，提醒他们

“正确”认识自己的身份，使他们接受自身处于被支配地
位的境况，其结果必然会使群众感到蔑视、侮辱和屈辱，
因而采取抗争行动。
在社会抗争过程中，无论是运用决策制定与议程控

制的方式约束他人，还是通过塑造偏好的方式影响他人，

上述社会抗争对象都运用了各种“限制他人选择的能

力”⑤，都“哪怕是遇到反对”也要“贯彻自己意志”⑥。
在这种意义上，所谓“压迫”抗争者的外部力量实际上就
是某些行动者所运用的支配性权力。因此，那种具有支
配性的权力是抗争者受到“压迫”的根本原因，而社会抗
争则是抗争者针对那些实施支配行为的行动者所采取的

行动。正如有学者指出的，“支配是抗争的开始”⑦。然
而，无论是行动者遭受支配性权力的外部“压迫”还是他们
的合法权益受损，都仅仅是社会抗争的必要条件，而不是

充分条件。针对支配性权力的“压迫”，社会行动者可能具
有抗争的意愿，也可能不具有抗争的意愿; 可能具备实施

抗争的能力，也可能不具备实施抗争的能力; 可能会采取

各种方式积极抗争，也可能选择妥协、退让、忍受或顺从。
由此可见，即使某些行动者受到支配性权力的压迫而导致

其合法权益受损，他们也不一定会采取抗争行为，而是可

能通过妥协、退让、忍受或顺从等方式接受现实。
从根本上讲，由于行动者是针对各种支配性权力的

压迫而实施抗争的，所以，社会抗争在本质上就是抵制或

反抗支配性的权力。“从事物的性质来说，要防止滥用权
力，就必须以权力制约权力。”⑧在这种意义上，只有塑造
出相应的权力，社会抗争者才可能抵制、反抗甚至颠覆抗
争对象所运用的支配性权力。在社会生活中，权力不可
能被某些处于支配地位的行动者完全垄断，而是不均衡

地、弥散性地分布于所有行动者中间。实际上，尽管不同
行动者掌握的经济、社会、文化与符号方面的资源存在差
异，但是，无论是政府、企业、媒体、社会组织还是工人、农
民或小商贩，任何行动者都会掌握某些经济、社会、文化
与符号方面的资源，都可以通过动员某些资源获得权力。
也就是说，那些由于支配性权力的作用而导致合法权益

受损的抗争者并非完全被动的服从者，他们也是拥有资

源动员能力的行动者，可以在既定的社会关系网络中动

员各种资源塑造出权力。社会抗争者的目标不是支配他
人，而是影响、干预、抵制或反抗特定支配性权力的运作，
使其受到约束，挫败支配者的预期目标、改变既定的事态
或事件进程，削弱或颠覆自身在物质或伦理领域中受到

的剥削、压迫或蔑视，甚至变革既定的具有支配性的社会
资源配置规则。社会抗争者所塑造的权力就是反支配的
权力。反支配的权力既表明某些行动者具有反支配的意
愿，也意味着他们具有反支配的能力，能够动员相应的经

济、社会、文化与符号方面的资源实施反支配的行动⑨。

反支配权力的生产机制分析

在现实生活中，社会抗争之所以存在，其原因在于某

些行动者不仅具有抗争的意愿，而且具有抗争的能力，可

以生产出反支配的权力。那么，反支配的权力是如何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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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的呢? 它的生产机制是怎么样的呢? 在既定社会中，

任何权力都是由某些行动者的共同行动生产出来的。权
力“所对应的人类能力不仅仅是行动的能力，而且是共同
行动的能力。权力绝对不是属于某个个人的所有物; 它
属于某个群体并且只有在这个群体聚集在一起的情形下

才能维持其存在。”⑩反支配的权力亦不例外。下面，本
文将结合相关学者的田野调查经验分析反支配权力的生

产机制。
在社会抗争过程中，反支配的权力是那些受支配性

权力压迫的行动者通过凝聚共同力量的方式生产出来

的，其能否成功生产则取决于抗争者彼此间的团结。潘
毅等在调查建筑工地农民工为拿到应得的工资而抗争时

指出，“团结就是力量”“人多力量大”已成为建筑工人的
基本共识。“他们在斗争中学习，成长，他们知道只有依
靠自己，团结起来才能解决问题。”瑏瑡在抗争过程中，工人
们最基本的经验就是，“只要是人多，什么事情都好办，人
多你一闹，老板就把钱给你了，最怕的就是人太少，人少

的时候老板就不拿你当回事，随便找个理由就拖着你，有

钱也不给你。”瑏瑢在这里，建筑工人所具有的“团结就是力
量”“人多力量大”的共识，既表明他们已经意识到社会抗
争成功的基础在于“力量”，又表明他们对凝聚“力量”的
方式具有深刻的认识，即“力量”来源于工人们的集体行
动与团结。由此可见，在社会抗争过程中，那些受到压迫
的建筑工人是通过共同行动凝聚“力量”来抵制、对抗甚
至颠覆各种支配性权力，他们的“团结”是生产反支配权
力的基础。
上述建筑工人的经验表明，社会抗争者所生产的反

支配权力的强弱是决定抗争能否成功的关键要素: 他们

生产的反支配权力越强，其抗争成功的可能性就越大; 反

之，他们生产的反支配权力越弱，其抗争成功的可能性就

越小。反支配权力的强弱依赖于抗争者的数量和意愿，
也就是依赖于抗争者动员资源的能力: 抗争者数量越多，

抗争意愿越强烈，他们抗争的能力就越大，所能生产的反

支配权力就越强。黄振辉在分析“表演式抗争”时指出，
“表演者的数量越多越可能被定义为‘人民群众’，越有可
能成为地方政府的政治问题，越有可能被纳入政策议程。
……无论是道德势能还是身份势能都不足以左右表演式
抗争的实际效果，对表演式抗争的实际效果具有决定性

影响的是表演本身的政治势能。……抗争者的数量越大
越有可能被定义为‘人民群众’，问题被解决的概率越
高。”瑏瑣从权力的角度分析，“表演者的数量”之所以能够
影响政府决策，其直接原因是有关“人民群众”界定的问
题，其根本原因则在于，那些实施抗争的“表演者”数量越
多，他们生产的反支配权力就越大，也就越可能影响政府

部门以实现其诉求。这也就是有学者所分析的社会抗争
者“闹大”现象的生产逻辑瑏瑤。
在反支配权力的生产过程中，反支配的权力与支配

性的权力存在着冲突，所以，社会抗争者需要处理两方面

的关系: 一方面，他们需要凝聚内部共识，化解各种内部

分歧，尽可能塑造强大的反支配的权力; 另一方面，他们

需要抵御各种外部压力，抵制或反抗那些运用支配性权

力的行动者。在这种情形下，抗争者面临的困境在于，他
们既要“安内”，又要“御外”:“安内”是基础，抗争者只有
实现内部团结才可能生产更加强大的反支配的权力;“御
外”是目的，抗争者生产出反支配权力的目标就在于抵制
与反抗外来压迫。如果抗争者内部分歧太大，缺乏凝聚
力，那么，他们就不大可能生产出强大的反支配的权力; 如

果他们面临的外部支配性力量过于强大，那么，他们也可

能在外部力量的操纵、诱导、威慑或直接压制下分化瓦解，
甚至成为一盘散沙。所以，在反支配权力的生产过程中，各
种行动者彼此间会不断地拉扯、妥协与平衡: 那些实施支
配的行动者试图拉拢抗争群体以及中间群体中的某些成

员，削弱反支配群体的力量; 那些反支配群体的核心成员

则试图拉住处于摇摆状态的犹豫者，壮大自身的力量。
由于反支配权力的生产面临上述困境，所以，社会抗

争者的组织化程度就尤为重要，他们的组织与动员能力

是影响反支配权力强弱的决定性因素，同时也将决定着

支配—反支配的斗争发展态势。俞志元在比较分析乙肝
携带者的反歧视行动、血友病感染艾滋病患者的维权行
动与输血感染艾滋病患者维权抗争行动的案例基础上指

出，“集体行动组织的组织能力和动员能力对其行动结果
有重要的影响。组织能力强的集体行动组织，通过资源
动员和对行动话语的塑造对行动结果起到了积极作

用。”瑏瑥在通过自身的组织与动员能力生产反支配权力的
过程中，社会抗争者往往依赖于既有的组织渠道，期望通

过既有的组织渠道凝聚自身的力量。折晓叶认为，在发
达的乡村地区，农民往往运用“弱者的‘韧武器’”，借助于
既有的村民合作组织和民主参与机制，通过非对抗性抵

制与合作的方式反对不公正的剥夺、守护共同的资源并
且实现具有可持续性的保障。他们通常采取“审视而具
有合法性的方式”，“借助于村民的合力，‘闹出不太大的
动静’来，还要借助于合作组织的合法框架，将非正式规
则进行正式运作，以集体坚守的方式表达他们的政治参

与态度”瑏瑦。从权力的角度分析，那些居于弱势地位的村
民借助于既有的村民合作组织与民主参与机制，通过非

对抗性抵制与合作所凝聚的“合作力”，实际上就是他们
在现有制度和集体组织渠道基础上生产的反支配的权

力，也是他们实施抗争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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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强调的是，虽然抗争者的组织化程度是影响反

支配的权力强弱的重要因素，但是，即使在组织化程度不

高的具有自发性、传统性的抗争行动中，社会行动者也可
以通过生产反支配的权力推动抗争。在李晨璐和赵旭东
调查的浙东海村环境抗争事件中，海村村民依照自然习

得的传统经验，通过自发的打砸、拦路、跪拜等方式进行
抗争。“在海村，村民抗争初期采取的打闹、拉扯、谩骂、
拦路、跪市长，是在无引导、无意识中自然表达的行为方
式，看似简单、‘落后’，实则暗含相当的影响力。”瑏瑧然而，
即使像这样采用原始抵抗的抗争行为，“也可能演化为激
烈的群体性抗争，某些抵抗也可能成为一定的政治力

量”瑏瑨。这就是说，虽然那些采取原始抵抗的村民组织化
程度不高，但是，他们通过具有自发性、传统性的共同行
动也生产出相对强大的反支配权力。
事实上，即使那些实施个体化行动的抗争者，也可能

动员相应的经济、社会、文化与符号方面的资源生产出相
对强大的反支配的权力。在“表演式抗争”中，“表演者”
可能人数较少，甚至是实施个体化的表演，然而，他们以

社会为舞台，通过公开的、戏剧性的、景观化的抗争表演，
使自身诉求被观众、媒体和网络传播开来，也可能塑造出
强大的反支配的权力。在王洪伟考察的艾滋病村民“以
身抗争”的维权案例中，携带艾滋病毒的村民 Z威胁颠覆
既有的秩序，使其“身体”参与到权力关系的生产中，最终
实现了其诉求。“身体成为一种带有支配性的权力……
‘身体’的毁灭、伤害和缺陷，成为一种具有政治支配性概
念，具有‘权力’意味。”瑏瑩在这种意义上，那种携带高传染
性艾滋病毒的、危险的、抗争的“身体”不再是日常生活意
义上的身体，而是通过“身体”的行动卷入权力运作领域;
但是，像这样的个体化的“身体”行动所塑造的并非“一种
带有支配性的权力”，而是为实现反支配的诉求而生产的
反支配的权力。
需要指出的是，反支配的权力不仅存在于政府体系

之外，而且可能存在于政府体系内部。通常情况下，政府
体系内部蕴含的反支配的权力机制处于有待激活的状

态，而抗争者的反支配行动则可能激活这样的机制。社
会抗争不同于叛乱、社会运动或革命，社会抗争者也不同
于叛乱者、社会运动者或革命者。社会抗争者在实现其
诉求的过程中并不寻求颠覆现有的政府体制，而是需要

诉诸相关政府部门。在社会抗争状态下，抗争者所生产
的反支配权力成为激活政府体系内蕴含的反支配的权力

机制的基础。只有在生产出反支配权力的前提下，抗争
者才更有可能激活政府体系内部的反支配机制，也才更

容易实现反支配的诉求。如果抗争者的诉求得到相关政
府机构的有效回应，那么，他们就成功地激活了政府体系

内蕴含的反支配的机制; 反之，如果他们的诉求没有得到

有效回应，那么，他们与政府机构的关系就会恶化，部分

抗争者甚至会采取更加激烈的抗争，以期得到更高层的

政府机构的回应，从而激活政府体系内部更加强大的反

支配的权力机制。这就如应星指出的，抗争者认为，只有
发生足够重大的“问题”，其要求才可能为上级重视并得
以满足瑐瑠。
综上所述，反支配的权力是抗争者在既定社会结构、

场域和情境中动员自身的经济、社会、文化与符号方面的
资源而生产或激活的。在反支配权力的生产过程中，其
强弱依赖于抗争者动员各种资源的能力，依赖于抗争者

的数量和意愿: 抗争者数量越多，抗争意愿越强烈，他们

生产或激活的反支配的权力就可能越大。在反支配权力
的生产过程中，抗争者的组织能力与动员能力是影响其

强弱的重要因素，也将决定着支配—反支配的斗争发展
态势。然而，即使在具有自发性、传统性、组织化程度不
高甚至去组织化的、个体化的抗争行动中，抗争者也可能
生产出相对强大的反支配的权力。

反支配权力的运用策略分析

从权力的角度分析，社会抗争能否成功，不仅取决于

社会行动者所生产或激活的反支配权力的强弱，而且取

决于反支配权力的运用方式和策略。福柯指出，“权力不
是给定的……而是在行动中，也仅仅在行动中才能得以
实施。……权力……是针对所有的力量关系的”瑐瑡，“权
力不应被看作是一种所有权，而应被称为一种战略; 它的

支配效应不应被归因于‘占有’，而应归因于调度、计谋、
策略、技术、动作”瑐瑢。因此，有必要从反支配权力的运用
方式、策略和技术的角度重新审视抗争行动。
在权力运用过程中，任何形式的权力运用往往都不

会是僵硬不变的，而是精巧的、灵活的、多样的和变化的。
也就是说，权力运用者应当具有“环境智慧”，使自身策略
与目标相匹配，根据不断变化的环境制定出聪明的战略

和策略瑐瑣。反支配权力的运用也是如此。在反支配权力
的运用过程中，社会抗争者会在既定的社会结构、场域和
情境中不断地触探权力关系网络，运用各种反支配的策

略以实现自身诉求。对于抗争者而言，所有有助于实现
反支配诉求的正式规则与非正式规则都可以被纳入策略

工具箱中，所有处于体制内与体制外的资源都可以成为

其动员对象。从反支配权力的角度上讲，现有的“依法抗
争”“弱者的‘韧武器’”“以身抗争”等抗争模式都可以纳
入其运用范畴予以描述和解释，都可以归纳为抗争者动

员各种经济、社会、文化与符号方面的资源实施反支配行
动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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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而言，当社会行动者受到某些政府机构、公职人
员、企业或社会团体等支配和压迫时，他们不会立即采取
体制外的对抗性行动，而是在国家法律规则框架内诉诸

相应的政府机构依法抗争。在“依法抗争”模式中，社会
抗争者“运用当权者的承诺与言辞来限制权力的运用
……能够创造性地运用官方法律、政策和其倡导的价值
来反对不遵守法律的政治经济精英……对那些未遵从某
种公开奉行的价值理念或实施某些有益措施的当权者施

加压力”瑐瑤。从反支配权力的运用策略分析，抗争者之所
以诉诸相关政府机构与法律“依法抗争”，根本原因在于，
抗争者试图尽可能地激活政府体系内部的反支配机制，

通过行政或法律渠道使其实现反支配诉求的成本最小

化。在成功实现“依法抗争”的情形下，抗争者所生产与
运用的反支配权力与体制内的反支配的权力机制存在着

契合之处，他们因而不会游走于体制的边缘或在体制外

采取剧烈的直接对抗方式，而是依托于既有体制采取正

当的、合法的抗争。有学者正是在这种意义上认为，当前
中国农民上访主要体现为人民内部矛盾，属于非抗争政

治的研究范畴瑐瑥。
在反支配权力的运用过程中，抗争者也可能在现有

的体制框架内，通过合作、参与、妥协、博弈等策略和技术
最大限度地争取自身利益。对于那些尚能在既有的集体
组织框架内凝聚起反支配权力的村民而言，他们往往既

不会运用公开对峙的方式抗争，也不会采取退却的方式

忍受压迫，而是运用“韧武器”，“以合作求参与、以合作求
保障”，“绕开正面冲突、见缝插针、钻空子、死磨硬缠、事
后追索、明给暗藏、出尔反尔、执行不到位等，还有抑‘散’
聚‘合’、严守默契、一致对外、聚众搀合、集体决定、共担
风险、分享收益，共同沾光，等等”。瑐瑦在这种状况下，虽然
抗争者相对于外来力量处在弱势地位，但是，他们仍然可

以依赖既有的制度与组织渠道塑造出反支配的权力，所

以，他们试图在现有的组织、政策、法律与规则范围中寻
找支持，使强势群体能够容纳其某些利益诉求，因而不用

采取更激烈的公开对峙方式运用反支配的权力。
但是，在反支配的权力运用过程中，如果某些政府部

门对抗争者的诉求完全不作为甚至与支配者沆瀣一气，

那么，抗争者就未能激活政府体系内部的反支配机制，因

而不得不游走于既定体制的边缘，或者在既定体制之外

运用反支配的策略。潘毅等在田野调查中观察到，维权
者在遇到政府不作为后会调整行为方式，更加依赖于自

身的力量进行抗争。潘毅等指出，“国家给了工人美好的
承诺，然而，当工人们一次次满怀信心求助政府部门的时

候，却又一次次失望而归。……行政执法部门在劳资冲
突中的表现，削弱了工人们对于国家、法律和政策的信

心，转而更加依赖自身的力量。我们在工地上看到，很多
有过求助政府部门经历的建筑工人，再次碰到权益侵害

事件的时候，往往在法律、行政渠道之外选择‘闹’的方
式，采取更加激进的集体行动。”瑐瑧刘能也认为，如果政府
部门或其成员在处理和消减某些群体的怨恨中表现出失

当、不力或无能，不能有效回应公众和受害者的诉求，那
么，最终将导致其失去公信力和合法性，引起公众和受害

者对政府部门的次级怨恨。瑐瑨所以，在抗争者未能激活政
府体系内反支配机制的情况下，他们往往会将相关政府

机构视为支配自身的力量，并且重新选择反支配的策略

进行抗争。当前学术界所谓的“表演式抗争”“依弱者身
份抗争”“依势抗争”“以身抗争”甚至“以死抗争”等实际
上都是抗争者在体制的边缘或体制外采取的更加激烈、
更具对抗性的反支配权力的运用方式。
在“依弱者身份抗争”的模式中，那些处于弱势地位

的农民诉诸于公正、生存道德等观念，运用自身属于弱者
的身份生产或激活反支配的权力予以抗争。“他们以自
身的弱者符号来缓和直接的抗争，减少自己参与的风险;

因此，它虽然体现为一种‘公开的文本’式抗争，唯恐外人
不知，但抗争的凭借及手段却又带有‘隐藏的文本’的性
质，以低姿态的反抗技术进行自卫性的‘赖皮’战，用坚定
强韧的努力对抗无法抗拒的不平等，以降低公开反抗的

风险”瑐瑩。通过这种方式，抗争者试图增加自身的符号资
本，促进彼此间的身份认同，使其行为与诉求正当化; 同

时，他们也试图削减抗争对象占有的符号资本，为局外人

提供相关的认知与评价准则并且动员他们支持自身行

动，尽可能将自身的符号资源转化为社会关系网络方面

的优势。“他们希望以自身的弱者抗争符号直接与抗争
对象形成的对照，展示自身的弱势，反衬对方的强横，以

不惜付出自身的身体、尊严甚至是生命损失的这样一种
带有‘破釜沉舟式’( 被一般人视为‘无赖式’的) 的缠闹
式抗争，从而引起社会关注或政府重视。”瑑瑠由此可见，在
这种方式中，抗争者实际上也是动员有利于自身的社会、
文化与符号等资源生产与运用反支配的权力; 他们游走

于体制的边缘，期待自身的行为能够“引起社会关注或政
府重视”，因而可以激活体制内部的反支配机制以实现其
诉求。
相对于“依弱者身份抗争”的方式而言，“以身抗争”和

“以死抗争”体现出更加具有对抗性的反支配权力的运用
策略。例如，那些携带高传染性艾滋病的抗争者在无法通
过政府和法律渠道解决问题后，不得不展示“身体”内蕴含
的破坏性力量，运用令人恐惧的“身体”实施抗争，威慑与
诱导那些曾经支配他们的行动者。“Z在为子女遭欠薪和
人身侵害而讨还公道的过程中，不断按照政策、法律和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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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行政程序寻求问题的解决，但最后都付之阙如，出于无

奈他才拿出艾滋患者的诊断证明‘以身抗争’，最终以政府
官员、企业管理者对艾滋病的恐惧讨还了属于自己的合法
权益。”瑑瑡在各种“以死抗争”的案例中，抗争者采取自残、
自杀的行为，以生命本身作为赌注给其他行动者施压，威

慑那些实施支配的行动者给予其应得的权益，其实质依然

是运用激烈的反支配策略实现其利益诉求。
需要强调的是，在抗争过程中，社会行动者的抗争方

式、技术与策略具有内在连贯性，而不会局限于某种单一
的行动方式或理论模型。正如潘毅在叙述打工妹的抗争
策略时指出，她们“绝不是任资本摆布的驯服的身体，而
是机灵和反叛的主体。她们懂得在权力和纪律的夹缝中
时而公开、时而隐蔽地展开反叛行动，有时甚至将现有的
规则和纪律体系打破。”瑑瑢社会行动者究竟采用何种抗争
方式、技术与策略，既会受其所能动员的经济、社会、文化
与符号资源的约束，也是他们在具体社会伦理情境中考

量各种现实要素的结果。他们通常试图在政府渠道和法
律框架内实现反支配的诉求，只有在这种方式不能解决

问题后才游走于体制的边缘或者在体制外采取更激烈、
更具有对抗性的方式。然而，即使在那些更加具有对抗
性的抗争方式中，社会抗争者依然持有通过政府机构实

现反支配诉求的愿望。就像有学者指出的，“即使‘以身’
抗争的最后一瞬间，抗争者依然抱有‘依法’求解的心态
和姿态。”瑑瑣这也就为有关政府部门化解社会抗争的危机
提供了契机。
总之，社会抗争是那些受到支配性权力压迫的行动

者动员经济、社会、文化与符号等方面的资源生产、激活
与运用反支配权力的行动。从反支配权力的角度分析社
会抗争现象，有助于展现社会抗争者反支配的意愿和能

力，揭示抗争对象与抗争者彼此间具有复杂性、动态性与
多样性的支配—反支配的关系与行为过程，阐释抗争者
在既定的社会结构、场域和情境中运用反支配权力的策
略、技术与方法。社会抗争既不意味着颠覆既有的政府
体制与社会结构，也不能被等同于一种破坏性的行为，它

有可能促进社会朝着文明、和谐与有序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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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How Is Social Ｒesistance Possible: Analysis in Perspective of Power as Anti － Domination
Peng Bin ·126·

The essence of social resistance is the production and conduct of the power． The power moulded by the
social protesters is power of anti － dominant，rather than the dominant power generally mentioned． The social
resistance is caused by the oppression of dominating power，and its dynamic stems from the power of anti －
domination which is produced or sensitized by the protesters，and further more，its process embodies the pro-
duction and conduct of power of anti － domination． When conducting the anti － dominant power，the protesters
would constantly touch the network of the power relations in the established social structure，field and situa-
tion，and they would use various kinds of anti － dominant strategies to realize their own requests．
( 7) Chinese Contemporary Literary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and Western Literary Theory

Zhang Gong Zhang Yuneng ·196·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contemporary literary theory must be based on the western literary theory．

The modernization process of Chinese literary theory regarded the western literary theory as a frame of refer-
ence，in the sinolization process of the new culture movement of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and Marxist litera-
ture which created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literature dominated by the western theory and sinolized Marxist lit-
erary theory system ultimately and help to establish the dominant position of sinolized Marxist literary theory．
After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Chinese contemporary literary theory construction experienced a purge of
western bourgeois theory，learning from Soviet Marxist Leninism literary theory，introducing the western literar-
y theory，and correcting the Soviet orthodox Marxist Leninist literary theory in the course of history． After
1990s，the influx of the western post modernist literary theory has a direct impact on the direction and path of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contemporary literary theory，which promote different literary theoretical construc-
tion emergence．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contemporary literary theory construction，still must
refer to the western modernism and post modernism literary theory as a frame of reference，and make foreign
things serve China，so as to establish socialist literary theory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 8) Judgment and Governance of Network Public Opinions on College and University in Era of Big Data

Sun Liling ·204·
The network public opinion on college and university is a special and important type of public opinion，

which presents many new features with the coming of the big data era． The technological superiority of the big
data can provide tooling support for studies，judgment and governance of the public opinions on college and u-
niversity network． However，the explosive characteristics of big data influence the accuracy and pertinence of
the study and judgment of network public opinions．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 AHP) combines with level a-
nalysis and system synthesis． The critical path of the network public opinions governance of colleges and uni-
versities includes constructing reasonable studying and judging system and standards，remedying the defects of
big data by professionals’logic，editing the keywords dictionary，and playing a positive role of the people at
the critical node in the university students’relationship network．
( 9) The Exploration and Ｒeflection of the Transformation Development of Independent Colleges in the

Post Popular Period Fei Jian ·210·
The independent college which is an innovative school operational mode of higher education system comes

into being with surging demands for talents and the populariz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And it plays a vital role
in increasing higher education investment，promoting higher education mechanism innovation and advancing
higher education popularization． The independent college is confronted with the fact that it is supposed to un-
derstand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independent college development，borrow the“application － oriented technical
talents”cultivating mode at home and abroad，positively address the problems and challenges in the process of
independent college transformation，advance its reform，enhance policy support and standardize its administra-
tion to achieve independent college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s the higher education in China has entered the
post popular period．
( 10) Soundless Music of Literary Orientation: On Utilization of Book － of － Songs Music in Hanfu

Wang Sihao ·227·
The Hanfu( prose － poem or rhapsody in Han Dynasty) quotes many documents of the classical Book of

Songs，which demonstrates the liberalization of soundless music． The music is combined with the sacred music
of the Three Emperors and Five Kings in ancient China． The trace is from Zhengwei ensemble to Yasong
rhythm，and eventually lead to the ceremony music． The Emperor Ai of Han Dynasty issues an edict to abolish
the Yuefu，which was a turning point． In addition to meet the needs of the description process，the utilization
of Book of Songs in Hanfu contains literal righteousness and musical meaning allows Hanfu to extend its lan-
guage connotation and to present a multi － le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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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aesthetic fee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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